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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 

——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
＊
 

 

陆  扬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唐代对文的重视催生出新的政治文化和精英群体，要了解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

对被视作最能代表这一新价值的词臣及其家族加以考察。新出唐五代碑志为具体了解唐代精

英对词臣身份的定位和词臣家族特征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更完整了解“文”在唐

代文化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提供了更多被淹没的环节。本文的工作是从这些碑志中择取六则有

代表性的案例，通过分析其内容及书写来勾勒词臣文化在唐五代出现的历史语境和对政治文

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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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将“文”的价值日益提升为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核心素质的时代。这一提升对日后

中国的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何文学在唐代会越来越受重视？这一看似容易解答的问

题实则非常复杂，迄今为止中外学界虽对此现象的发展轨迹做了不少探讨，提出了不少看法，

笔者感到这些解说仍不够充分和细腻。对这一现象的历史分析必须将心态史、文学史、政治

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作多层次的观察，既要分析南北朝以来的各种传统和唐代政治

文化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又要了解唐代的社会心态是如何影响这一过程的。其中一个

关键的分析视角，便是所谓的词臣及其家族的发展。近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对翰林学士和中书

舍人等重要词臣做较为仔细的研究，但从整体上讨论词臣在政治中的影响及其意义却很少，

同样缺乏的是将词臣家族和唐五代精英群体的变化相联系的研究。词臣即承担制诰或起草中

央重要文书的大臣，尤其以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为代表。虽然在唐以前词臣的职能

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视，但只有在唐代词臣才真正成为代表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化身，

也是这一传统中最受尊敬和瞩目的成员，其地位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不少词臣成为唐代政

坛最为重要的人物，这点在晚唐五代尤其明显。关于词臣生平和家族的材料，包括两《唐书》

在内的传世史料中也有不少讯息。但能较完整的将重要词臣的生平轨迹、社会关系以及获取

的某种文化与政治的定位勾勒出来的，近年发现的唐五代词臣墓志却是无可取代的好材料。

从中可看到大量传统史料所不具有的细节，也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现实存在的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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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晚唐五代社会文化的转型”（项目批准号：12JJD70009）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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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轨迹上揭露了许多曾被历史淹没的变化环节。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从唐五代墓志中择

取较有代表性的六个案例，来探讨当时社会与政治文化中词臣身份的演变和结果。 

唐五代词臣墓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词臣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很高，所以他们

的墓志对他们的生涯和家族情况往往介绍得比较详细；第二，他们的墓志也大都由同时代著

名文臣所撰写，撰作者又对书写对象的成就和身份有很强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书写质量往往

较高，其文字蕴涵的意义比较丰富。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孙思邈之子、武周时期的中书舍人孙

行的墓志，由时任鸾台给事中的著名文人徐彦伯撰写，其文的主要部分如下： 

公讳行，字符一，太原中都人也。（中略）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

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

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中略）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

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

栖邦佐，未展厥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

之地，处谏争之曹。鼎饪伫和，三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踰礼

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朞，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载践阶戺，多怀謇谔。緑函青纸，

亟奉清闲；枢论密词，□留稿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识清雅，学涉优长，久侍

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雽！良玉藴

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謩，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

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寀。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中

略）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中略）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

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

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1 

孙行生平颇显赫，《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最后提及“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外

只有《元和姓纂》卷四华原孙氏条提到：“唐处士孙思邈；生行，中书舍人；子济，左司郎中，

润州刺史”。
2
 孙思邈虽长年具有处士身份，却也是当时名人，高宗时也曾被征入朝，受到礼

遇。《旧唐书・隐逸传孙思邈传》： 

显庆中，复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上元元年，称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

公主邑司以居之。3 

孙行墓志提到他进入仕途首先是通过制举的成功：“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

洛交县尉”。岳牧举发生在调露二年（680），距孙思邈“称疾还山”的上元元年（674）并不

	
  	
  	
  	
  	
  	
  	
  	
  	
  	
  	
  	
  	
  	
  	
  	
  	
  	
  	
  	
  	
  	
  	
  	
  	
  	
  	
  	
  	
  	
  	
  	
  	
  	
  	
  	
  	
  	
  	
  	
  	
  	
  	
  	
  	
  	
  	
  	
  	
  	
  	
  	
  	
  	
  	
  	
  
1
《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拓片及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第 326-327 页；又赵文成 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年，第 26 页。	
  
2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四，中华书局，1994 年，第 469 页。	
  
3	
  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孙思邈显庆三年被征入朝，“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见岑仲勉为《元和姓

纂》卷四孙思邈条所作的校记。）“承务郎直尚药局”固然契合孙思邈的特长，但和《旧唐书·孙思邈传》的记

载相差颇大，何况此时孙思邈已是高寿的隐逸之士。当然孙思邈传未必没有夸大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谭宾录》

中提及的这一职授更可能是唐太宗时孙思邈第一次被召入宫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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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和孙行同时登科的还有员半千、殷楷等。
4
 以孙行久视元年(700)去世时六十岁计算，

他应岳牧举人时已近四十。这一行为很可能是武后时期通过制举等手段大力选拔草泽的结果。

孙行在对策甲科后先担任鄜州洛交县尉。志文提到任此职不久就“丁父忧去职”。据《旧唐书

・隐逸传》载，孙思邈死于永淳元年（682），与墓志纪录吻合。孙行丁忧后又补洛州渑池县

尉，然后成右拾遗。墓志中特别加入了一份朝廷的除授制书，其中有 “擢掌丝言，可凤阁舍

人内供奉”等语，据志文“寻而即真”的字句，这应是先以凤阁舍人内供奉身份知制诰，随

后才真除凤阁舍人。独独在墓志中加入授予知制诰的制书，说明孙行及其家人对这一授命的

看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有一篇孙行撰写的制书《西州氾德达可轻车都尉制》，署名正是“给

事郎守凤阁舍人内供奉臣孙行”，纪录时间是“延载元年九月廿九日”。
5
这样孙行任凤阁舍人

内供奉的时间大致可确定为694年前后。而担任凤阁侍郎当在此之后，因此《旧唐书》的记载

有误。孙行此后任职大概以左台御史大夫和司礼卿为巅峰，只是不清楚他究竟在行政上扮演

何种角色。孙行活在一个政治变化剧烈而政坛人员起落频繁的年代，同时也是唐廷开始真正

重视文词的政治作用的时代，凤阁舍人这一职位的文词要求显然比以往突出得多，这或许也

是墓志的作者特别要强调的原因，但同时这一职位在制度和人事中的升降又受高宗武后时期

特殊政治气候左右，进退颇不正常。孙行登科后十四年内便已跻身政坛高层，具有超擢的性

质，不能不说是特殊境况造成。而他以闲散的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终结其政坛生涯，较左台

御史大夫与司礼卿等职位都有所下降，墓志虽以身体状况为由，我们也不能排除和政情有关。

不过从墓志看他仕途平稳，未遭明显的贬抑的经历，这在武后时代的高级官僚中不多见。 

假若孙行成为词臣的例子有其特殊性，那么高宗武后时期对词臣的重视则是一持久之现

象，对社会精英的心理造成冲击并产生深远影响。新出墓志中有两篇能凸显这一趋势，这就

是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所作的《徐齐聃墓志》和岑羲所撰之《韦承庆墓志》。
6
《徐齐聃墓志》写

于上元三年（676）。文中所涉及到徐氏家族从南朝到唐代的情形近已有刘子凡做了精细考察。
7
 刘子凡指出，徐氏家族能从“南方次等氏族”一跃而成唐代重要的文学官僚家族，固有凭借

与唐帝室的特殊关系之处，更多却是依靠徐齐聃和徐坚父子的文化修养，体现出南来士人在

唐初获取成功的特殊方式。这一判断无疑准确。保存在张九龄文集里的《徐坚神道碑》和新

出《徐峤墓志》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徐坚在《徐齐聃墓志》里开宗明义地将“文”的意义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孤子令坚闻：太上立德，隋武子死而可归；其次立言，臧文仲没而不朽。故以激清澜

于百代，垂令范于千龄。是知树德不孤，有邻攸在。至如苞两贤而独映，兼二美而孤轩，

芳徽与日月俱悬，茂轨共江河并逝者，窃谓先君为体之。 

	
  	
  	
  	
  	
  	
  	
  	
  	
  	
  	
  	
  	
  	
  	
  	
  	
  	
  	
  	
  	
  	
  	
  	
  	
  	
  	
  	
  	
  	
  	
  	
  	
  	
  	
  	
  	
  	
  	
  	
  	
  	
  	
  	
  	
  	
  	
  	
  	
  	
  	
  	
  	
  	
  	
  	
  
4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第 83－84 页。	
  
5	
  录文见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九，第 237页。	
  
6	
  《大唐故前西台舍人徐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和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第 196－199 页；《大

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

卷第 3 册，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 3 册，第 37－39 页。	
  
7 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唐研究》第 17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87－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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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立言”能“没而不朽”和墓志末了铭文中的“可大者德，不朽唯言。懔然生气，千祀

如存”前后呼应。张九龄在《张说墓志》的铭文中同样提到的“言而有立，古无不死”。这些

地方的“立言”都非泛泛所指，而是有很具体的内容。墓志称赞徐齐聃的天纵文才： 

先君禀辰象之祯辉，体山河之秀气。黄中内湛，止水外凝。体鉴清华，等玉山之引明

月；瓌姿挺映，如珠树之引春风。粤在弄章（璋），而神情照射；岁伊怀橘，而风彩嶷然。

甫年小学，窥览不疲。镂金群玉之书，五行俱下；兰叶芝英之字，一见无忘。文藻温华，

新声絶唱。年十余，太宗闻而召赋诗。受诏辄成，特蒙赏叹，因赐金装刀子一具。黄香之

日下无双，多惭声实；葛瞻之聪明可爱，有愧风猷。年十四，为弘文馆学生，齿迹环林，

连踪国胄，博通经史，具览群书。谈丛发而珠玉开，文锋举而琳琅坠。俄而才华藉甚，郁

号文宗。 

这段文字着力渲染徐齐聃的词学能力。现代读者不应简单视之为溢美之词而加以忽略。正是

通过此类书写，一种强大的舆论渐渐形成，将文才视为与生俱来的素质，且不仅是一种能力，

更是“体鉴清华”式的德性外露，润色王言又是这种素质最重要的体现，这就是“立言”的

实质。徐坚毫不犹豫地为其父冠上“文宗”之名，这一地位恰要通过下面这样从龙朔二年（662）

开始的长达九年的制诰经历才能为世所认可：
8
  

敕西台舍人内供奉，寻除西台舍人。职典青筒，荣参紫闼。枢机周密，契温树之无言；

朝序倾风，等高山之斯仰。纶诰之美，海内推雄。议者以有国已来，罕有此例。 

这里徐齐聃从充西台舍人内供奉到真除西台舍人的经历和孙行相同，但他的影响力远在孙行之

上。徐坚笔下，徐齐聃的纶诰之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岑羲在《韦承庆墓志》里表达出与《徐齐聃墓志》非常类似的立场。韦承庆这位活跃于

高宗武后时代的政坛人物，《旧唐书・韦承庆传》称其“辞藻之美，擅于一时”。
9
虽然他在后

世的声名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李峤、崔融，但在当时也是“大手笔”的代表。韦承庆属京兆韦

氏小逍遥公房，其实他的曾祖和祖父官位止于县令，到了他父亲韦思谦才骤然进入权力的核

心，终成武后朝的宰相，使韦承庆的家世背景符合唐前期“当代冠冕”的标准。作为这一时

期的重臣，韦承庆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有其门第因素，更多恐怕还是获益于他的家庭背景和

本人的才能。韦承庆事迹唐代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份墓志固然可以补充不少讯息，但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唐代书写中较早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这种定位在中唐以

后的文字里成为一种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墓志起始就说： 

夫天降贤才，必偶昭明之后，俗登仁寿，式资恭懿之臣。观稷契之升朝，则知惟尧之

德；鉴闳散之膺辅，允叶隆周之祚。其有德冠前烈，道光终古。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

模楷彝伦，范围于士则。则我韦府君见之矣。 

	
  	
  	
  	
  	
  	
  	
  	
  	
  	
  	
  	
  	
  	
  	
  	
  	
  	
  	
  	
  	
  	
  	
  	
  	
  	
  	
  	
  	
  	
  	
  	
  	
  	
  	
  	
  	
  	
  	
  	
  	
  	
  	
  	
  	
  	
  	
  	
  	
  	
  	
  	
  	
  	
  	
  	
  
8	
  关于徐齐聃担任西台舍人的年份，参看上引刘子凡文，第 293－296 页。	
  
9 《旧唐书》卷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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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开端点出韦承庆是以词臣身份服务于朝廷，就像张九龄在《张说墓志》里说“始公之从

事，实以懿文”一样。
10
“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的贡献使他能“德冠前烈，道光古今”。

作者在提到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内供奉服阕兼掌天官选事的经历时说： 

自体国分官，以为人极；开物成务，式代天工。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九流是总，

衡石之地尤先。公入掌王言，语晋与长舆比德；出参铨管，在魏与平叔齐声。非夫重望，

孰谐佥属。 

所谓“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必须通过出色的丝纶来完成，

这种观点在唐以前就有，但此时却开始被无限放大，成为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墓志评

价韦承庆制诰的能力说：	
  

公冠冕词宗，弥纶学府。虽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机，洞灵台而毕综。 

称韦是“冠冕词宗”，的确是对他身份最为恰如其份的描述。而在同样以制诰著称的作者岑羲

看来，出色的制诰不仅要学识渊博，更要有在政情变化的瞬息把握人心微妙并将之精确表达

出来的能力。 

韦承庆和徐齐聃的情况颇为类似，虽然家族的背景在其成功中扮演了相当的角色，但也

都受益于唐代新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气。正是开始重文的风气使其家族固有的传统获得更好发

挥的机会。唐长孺曾就中古南朝文学的北传提出过敏锐的看法，指出北魏太和后，南朝的文

风开始影响北朝，形成风气。这种情况在唐代早期“取得巨大成果，江左余风占领了北方文

坛”。
11
韦承庆的例子正可印证这一看法。自北魏以来，一些北方高门开始转向重文并形成家

族传统，其中京兆韦氏特别突出，比如北魏后期的韦彧，就以草诏闻名。近年发现的《韦彧

墓志》说他：“优册雅言，谟明盛辰。□（或为“飞”）章符檄之文，蔚万古以葳蕤；军国诏

告之翰，□（或为“历”）千祀而昭晰”。对其制诰的评价之高与《韦承庆墓志》无异。《徐齐

聃墓志》和《韦承庆墓志》不约而同用“文宗”“词宗”这类涵义相同的名称来形容各自书写

的对象，并非偶然。这里的“文宗”和“词宗”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造诣，而是替朝廷立言

的文臣。也就是说，这类墓志和当时其他文人书写中不断出现的对文与统治关系的讨论一样，

都渐渐将一种将文学和治术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推举为文学的最高评鉴标准和精英最值得向

往的成就。 

与徐齐聃和韦承庆的墓志相比，新发现的《窦华墓志》在这方面的表彰就要逊色一些。
12

《窦华墓志》撰者是肃代之际以诰词著称的徐浩。对于窦华的记载正史里并不多，墓志提供

了清晰完整的生平，恰好可以补充。墓志开头提到窦华“弱不好弄，幼而能文”。关于他的仕

进经历，墓志有如下的叙述： 

	
  	
  	
  	
  	
  	
  	
  	
  	
  	
  	
  	
  	
  	
  	
  	
  	
  	
  	
  	
  	
  	
  	
  	
  	
  	
  	
  	
  	
  	
  	
  	
  	
  	
  	
  	
  	
  	
  	
  	
  	
  	
  	
  	
  	
  	
  	
  	
  	
  	
  	
  	
  	
  	
  	
  	
  
10	
  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952页。	
  
11	
  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 6期，收入《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

2011年，第 212－241页。	
  
12正议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会稽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徐浩纂《唐故朝议大夫中书舍人集贤翰林院学士窦府君

墓志铭并序》。据陈尚君先生见告，此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藏。笔者的录文根据的是尚君先生提供的拓片照

片，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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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廿四，秀才登科，解巾相州安阳尉，调岐州扶风、河南府河阳主簿，摄洛阳尉，

即真，迁丞。俄转万年丞，摄大理寺丞，充和市、和籴判官并监司农出纳。丁家艰外除，

正授大理丞摄殿中侍御史监左藏出纳。无何，正授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内忧去职，

服阙，迁刑部员外郎充铸钱判官兼侍御史，别敕知台杂事，擢兵部郎中兼知如故，迁中

书舍人加翰林、集贤院学士。 

据两唐书的记载，窦华是作为杨国忠的亲信进入玄宗时期政治的最高层。傅璇琮根据史料曾

推测窦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同时成为翰林院学士和集贤院学士是在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正式任

宰相时期的事。
13
 墓志虽然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这个推测完全成立。其任官经历值得注意

的至少有两点，一是窦华在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长期服务于大理寺和御史台，主要

工作都和财政管理有关，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政官。《新唐书》卷二〇六《外戚・杨国忠传》载

在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之后： 

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

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

开幕府，引窦华 、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 

墓志提供的窦华的任官经历恰好说明杨国忠开幕府引入窦华不仅因为两人在政坛上是联盟，

也和窦华长年的职业经验有关。第二是窦华活动时期恰好是翰林学士院的形成期，也是词臣

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其新价值的代表性人物的关键时期。墓志说窦华“幼

而能文”，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窦华在担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有制诰的经历。这

说明无论是在中书舍人还是翰林院学士的职位上，当时杨国忠引入的窦华、张渐、宋昱等人

最主要可能还是从这些职位在行政体系上的重要性着眼，即中书舍人的参与决策的翰林院的

接近内廷，而非这些人的丝纶之才多么出众。《窦华墓志》里徐浩确实对窦华的宦海生涯有如

下的总结： 

其効官也，使奏清白者一。特敕摄职者二，辟为判官者两，再知出纳三，典刑章，登

南宫而外，掌宪简，拜西掖，而内刊秘藉。政方之用，台阁振其风霜；文翰之美，缃汨资

其粉泽。至于发挥帝典，启沃皇猷，削藁诡词，人罕知者。 

其中对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掌诰经历有所涉及，文字中有表彰窦华履行词臣职事的字句，

但着墨不多，而“至于”云云虽表示窦华在这方面的贡献少为外界所知，实际也说明窦华并

非以草诏文词名闻于世。窦华在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的位置上和杨国忠本人的用人旨趣相

关，从史料记载来看，杨国忠更多注重吏干型才能。同时在他推荐下成为中书舍人翰林院学

士的张渐倒似乎在文才的表现方面有更多些的证据。
14
这里还可以比较一下稍早出土的苑论所

撰的《苑咸墓志》。《苑咸墓志》作于元和六年(811) ，但对象苑咸不仅是窦华的同僚，也是

玄宗朝后期最知名的词臣之一。
15
 苑咸的履历更符合唐后期词臣的生涯轨迹。但苑论在《苑

咸墓志》中仍提说： 

	
  	
  	
  	
  	
  	
  	
  	
  	
  	
  	
  	
  	
  	
  	
  	
  	
  	
  	
  	
  	
  	
  	
  	
  	
  	
  	
  	
  	
  	
  	
  	
  	
  	
  	
  	
  	
  	
  	
  	
  	
  	
  	
  	
  	
  	
  	
  	
  	
  	
  	
  	
  	
  	
  	
  	
  
13
 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11 年，第 213 页。	
  

14
 关于张渐的生平考辨，见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第 207－212 页。	
  

15
 《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 9 册，第 38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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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于宾客家相之言曰：公既龀，聪敏加于人。七岁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

十八应乡赋，耻以文字进，以经济为己任。 

可见那一时期经济之才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开元到天宝时期以文词著称和以吏干知名的大臣

都可以担任中书舍人，这和唐中期以后中书舍人以词臣为最重要的身份迥然不同，这区别同

时体现在中书舍人职位升迁轨迹上。16	
   窦华从长期担任于财政管理这类被视为“剧务”的位

置上骤然转为被视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的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在八世纪末以后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另外窦华和张渐先后都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这相较于肃

代之后通常选择品阶较低的官员进入翰林学士院有相当大的不同，也说明翰林学士院仍只比

较临时性的机构。 	
  
 上文讨论的《韦承庆墓志》和《徐齐聃墓志》体现的是一种从价值观和舆论的角度将朝

廷典诰的制作与体国经野相联系，同时对词臣贡献加以定位的努力，接下来要讨论的《杨收

墓志》和《卢文度墓志》则体现出当这种价值观在唐代后期开始深入人心并形成新的政治文

化时，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实际力量，使被认为能代表这种政治文化的人物

及其家族在政坛和社会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杨收墓志》撰于咸通十四年（873）,
 17
 而

《卢文度墓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二月。以时间论《杨收墓志》早了五十多年。但从

本文论述重点考虑，这里先讨论《卢文度墓志》。 

该墓志的撰者杨紫□身份是后唐的中书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志文正式的标题是《唐

故罗林军□（当作“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

户卢公权厝记并序》。志文中特别解释了当时无法将卢文度安葬回在长安万年县的家族墓地，

只能临时安葬在河南。这种不能葬回家族墓地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用“权厝记”而非寻常的

“墓志铭并序”标题似有刻意标榜家族历史的意味。无独有偶，卢文度的同僚张文宝也是五

代时期著名的词臣。卢价为他所作的墓志也以“权厝记并序”为题。
18
 

这篇墓志涉及本文讨论重点的内容甚多，这里先引其序文的主要部分：  

公讳文度，字子登，范阳涿人也。□乎氏族，则神农炎帝之祚胤也。暨十三代□□

□派系□其□诸简籍，今莫得备述。然其祖襧间，遁时者则有神仙，济世者则有□□。

知是于积功累行所钟者也。又分南北二祖，其实一宗焉。公乃北祖第四房□□。曾祖讳

□，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累赠□□□。烈祖讳简能，皇任驾部员

外郎，累赠司徒。显考讳知猷，皇任检校司空、□□□□□，累赠太师。公即太师第二

	
  	
  	
  	
  	
  	
  	
  	
  	
  	
  	
  	
  	
  	
  	
  	
  	
  	
  	
  	
  	
  	
  	
  	
  	
  	
  	
  	
  	
  	
  	
  	
  	
  	
  	
  	
  	
  	
  	
  	
  	
  	
  	
  	
  	
  	
  	
  	
  	
  	
  	
  	
  	
  	
  	
  	
  	
  	
  	
  	
  	
  	
  	
  	
  	
  	
  	
  	
  	
  	
  	
  	
  	
  	
  	
  	
  	
  	
  	
  	
  	
  	
  	
  	
  	
  	
  	
  	
  	
  	
  	
  	
  	
  	
  	
  	
  	
  	
  	
  	
  	
  	
  	
  	
  	
  	
  	
  	
  	
  	
  	
  	
  	
  	
  	
  	
  	
  	
  	
  	
  	
  	
  	
  	
  	
  	
  	
  	
  	
  	
  	
  	
  	
  	
  	
  	
  	
  	
  	
  	
  	
  	
  	
  	
  	
  	
  	
  	
  	
  	
  	
  	
  	
  	
  	
  	
  	
  	
  	
  	
  	
  	
  	
  	
  	
  
页。依据《苑咸墓志》所作苑咸生平的研究可见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16	
  这方面研究可参看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收入《唐宋史论丛》，1980年香港龙门书店初版，

此处引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91－146页。	
  
17《唐故特进门下侍郎兼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冯翊

杨公墓志铭并序》。該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有，录文根据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

《唐史论丛》第 14 辑，2012 年。	
  
18	
  《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柱国赐紫金雨袋张公（文宝）权厝记并序》，拓片和录文

见《洛阳新获墓志》，中华书局，1996年，第 133、313－314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 6辑，第 211－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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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幼则奇骨异表，壮乃博识强记，平生□□□□□者，览之如风□，出言成章，落

笔如流，一时俊彦，莫之与京。一举擢进士上第，□□□宏词殊科。当时品流，无不开

路者。释褐秘校，次任小著作，旋戴豸冠，□升□□。俄迁左□小谏。□□推以赴，已

知勃□之势，不可得而□也。未几北飞，仍服银艾，转左史。充职期月，迁小□、知制

诰，加以金组。俄为右司正郎。司言之称，喧于中外，紫微真秩，两加成命。寻乃首冠

玉堂。猗欤！猗欤！天临笔砚之泽，于斯一□□□。陟民部戎曹二侍郎，依前视草。时

以籍之重，论者佥其才可，乃拜春官，振滞□才，颇叶于公议。然有唐三百年，无卢氏

主文闱者，公始辟之矣。俄转右辖。一入禁苑，十有五年，扬历三署，华显十资，所谓

稽古之人也。洎右辖归南官，兼判二铨，加驭贵之阶，开上等而食邑。复为五兵侍郎，

佐丞相□史笔，仍总选部东铨事。同光初，王师收复中原，六合混一。是时内则缺官，

复诏入掌诰，密勿之地，平窥霄汉。无何，杯影疑蛇，床闻斗蚁，竟为二竖之所用。同

光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于福善里私第，享寿五十有二。公之先代楸寄长安万年县小赵村，

咦！是岁不利，乃权卜河南府河南县梓泽乡，厝于宣武里。呜呼！以公之轩冕内外，德

行文学，无出其右也。公之龙章凤姿，清言雅道，无得而踰焉。夫如是，乃文儒之间气

也。何天与其才，不与其寿，惜乎哉！外族清河崔氏，累追封晋国太夫人。公两娶清河

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无子，悲哉！痛哉！公令弟文纪，守

尚书兵部侍郎，友于孝敬，虽古有美被田荆之行，不可同日而言。今则龟筮式从，牛眠

荐吉，克以同光二年二月十一日衔痛护之灵，窆于□□之里，礼也。
19

 

这篇墓志提供了一个从唐末到五代的清流家族成员的完整的生涯案例，意义非凡。卢文度在

新旧《五代史》中皆无传，但他却是一个延续几乎两百年横贯整个中晚唐的成功文学官僚家

族的终结人物。这个家族具有最典型的唐后期政治文化精英的特点。墓志虽一开始就强调卢

文度作为著姓范阳卢北祖第四房后裔的煊赫背景，实际这一因素对卢文度家族在唐五代的成

功帮助很有限。这一家族成为政治精英的真正肇端恰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也就是

志文中提到的“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的文度曾祖。笔者认为，中晚唐

许多类似的文学官僚家族都有著姓背景，但实际在唐中期以前已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之

外，连续多代都不再有任显宦的成员。但中唐以后，在朝廷乃至整个社会日益看重文学才能

的氛围中，这些家族由于某一位成员被视作杰出文人，或一代中几位成员在进士科等文学考

试中获取连续性成功，从而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即便这种资本未即刻转化为仕途

上的成功，这些家族的下一代也能成为真正的获益者，其结果是不仅以下每代都有进士及第

的成员，且相继以词臣身份连登台阁，进入政坛的最高层。这种现象也不断出现在非著姓家

族上。个别凭借这种词臣地位确立的家族在玄宗甚至玄宗以前就已开始出现，比如从武后时

代开始的崔融家族和从玄宗时期开始的孙逖家族，但此类家族的频繁形成是要到八世纪晚期

	
  	
  	
  	
  	
  	
  	
  	
  	
  	
  	
  	
  	
  	
  	
  	
  	
  	
  	
  	
  	
  	
  	
  	
  	
  	
  	
  	
  	
  	
  	
  	
  	
  	
  	
  	
  	
  	
  	
  	
  	
  	
  	
  	
  	
  	
  	
  	
  	
  	
  	
  	
  	
  	
  	
  	
  
19
 《卢文度墓志》拓片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719 页。录文见《全

唐文补遗》第 7 册，第 169－170 页；又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1 年，第 127－130 页。此处

引用的录文在标点上略有不同。上述录文志主名均作卢文亮，陈尚君指出当为卢文度之误（《旧五代史新辑会证》

卷一二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注 2，第 3882 页），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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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代、德朝以后。笔者称此类文学官僚家族为唐代的清流家族，其延续能力甚至能抗拒

一时的政治挫折，因为他们的奕世衡贵被当时社会赋予了超越政治地位之外的更多的象征意

义。这是一种新的精英群体，既非旧门阀，也不是宋以后的士大夫家族。从卢文度的曾祖卢

纶开始，中经卢简能、卢知猷两代，到卢文度，其经历正是清流家族发展轨迹的最佳例证。 

卢纶的生涯大都在幕府度过，史载卢纶晚年时德宗曾考虑让他掌诰，只因卢纶去逝才未

能实现。
20
 尽管卢纶未能成显宦，他的文学声望变成一种无形资本，使其子辈在科举与仕途

上大放异彩。卢纶的四子简辞、简能、弘正、简求先后登进士科，其中简辞、弘正、简求都

备历清贯，最终做到了大镇节度使。而简能，也就是卢文度的祖父，或许是兄弟四人中最有

潜力成为词臣并进入中枢的成员，只因被视为才俊，在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期间被辟为幕僚，

最后在甘露之变中不幸被杀，成为政坛事件的牺牲品。但卢简能的这一遭遇并不影响其子孙

的前途。简能子知猷进士及第后仕途顺利，担任的职官中包括了中书舍人，词臣身份尤为突

出。简求子弟中至少有嗣业、汝弼二人进士科第，汝弼在唐昭宗和后唐庄宗时均知制诰。《旧

五代史·卢汝弼传》甚至称庄宗时“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
21
 嗣业子就是墓志中提到的

卢文度的堂弟卢文纪，后者也在唐末进士及第，仕途贯穿五代各朝，后唐成为宰相，后周时

以司空致仕。
22
  

据墓志纪录，卢文度的家族籍贯已是京兆万年县人，这和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卢文

纪的籍贯一致。文度在唐末五代的任官经历大约如下：获得一举登第的荣耀后，又中博学宏

词科。释褐任校书郎，著作佐郎，殿中侍御史，然后升左补阙，不久以左补阙入学士院充翰

林学士，在院期间转起居郎，迁官（由于墓志字迹漶漫不能确定何职位）并加知制诰，再迁

郎中、中书舍人，不久加承旨。此后又加户部和兵部侍郎衔，仍充翰林学士。接着以礼部侍

郎身份知贡举。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出院。文度出院的具体年份不清楚，但应是在后梁建

立以后，近出后梁《牛存节墓志》有“诏命翰林学士卢文度撰碑辞以旌其墓”语，即指梁太

祖授命卢文度撰写牛存节之神道碑。
23
 此后卢文度转任吏部侍郎主铨选，复为兵部侍郎，佐

宰相修史，仍总铨选。墓志称后唐光复后，他又再度成为翰林学士，并于同光二年九月去逝。

他不仅在科举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且长期具有词臣的身份，整个生涯经历了词臣的最优选的

任官途径。墓志提到他首次但任翰林学士时任期长达十五年，这在晚唐确实很罕见。尤其让

	
  	
  	
  	
  	
  	
  	
  	
  	
  	
  	
  	
  	
  	
  	
  	
  	
  	
  	
  	
  	
  	
  	
  	
  	
  	
  	
  	
  	
  	
  	
  	
  	
  	
  	
  	
  	
  	
  	
  	
  	
  	
  	
  	
  	
  	
  	
  	
  	
  	
  	
  	
  	
  	
  	
  	
  
20 《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传》载：“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

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据《卢文度墓志》，卢纶以捡校户部郎中

的职衔终于朔方节度使幕。如果德宗时朝拜户部郎中，那志文决无不提之理由。因此《旧唐书》的记载必然有

误，但不能因此排除德宗有这种考虑的可能性。《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传下・卢纶传》载：“是时，舅韦渠

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

在河中。’驿召之，会卒。”这个记载应该比较可靠。关于卢纶生平的考订，可见史广超	
  涂显镜《卢纶家世生平

补考》，载《贵阳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第 68－70 页。	
  
21	
  《旧五代史》卷六十，又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六〇，第 1915－1917页。	
  
22	
  卢文纪事迹可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新五代史》卷五五《卢文纪传》。又陈尚君《旧五代

史新辑会证》卷一二七，第 3881页。	
  
23	
  《梁故太平军节度使郓曹齐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捡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牛（存节）公墓志》，

拓片见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下，第 654 页。该墓志提到“太师之功业，焕乎简策，彰于碑颂，

此不尽书”云云，也可以证明卢文度所撰为神道碑而非该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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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的撰写者感到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卢文度乃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

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卢文度知贡举应该在乾宁三年后，

但具体年份不清楚，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中认为，卢文度知贡举的时间是梁太祖初年，

这是由误读《卢文度墓志》产生的论断，但以文度和文纪以及他们的叔父如弼进入五代后事

业的成功推断，文度在梁初知贡举可能性完全存在。 

有关卢文度的生平，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文苑英华》卷四一九有钱珝《翰林学士兵部侍

郎卢说妻博陵郡君崔氏进封博陵郡夫人制》。又卷四五八有卢说《授李思敬马殷湖南节度使

制》。此卢说两《唐书》无一字提及，据傅璇琮考证，《文苑英华》卷四五八的这篇卢说撰写

的制文正确的标题应该是《授李思敬保大节度使、马殷湖南节度使制》,此制当撰于乾宁三年

九月。据此卢说当为唐昭宗乾宁二、三年间入为翰林学士。上文已提到卢文度曾以兵部侍郎

充翰林学士承旨。而墓志中又说： 

  公两娶清河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 

笔者认为这里提到的卢文度继室被封为本邑县君就是钱珝制文中提到的卢说妻“博陵郡君进

封博陵郡夫人”一事。无论时间、卢说的职衔还是其夫人的姓氏地位都与卢文度吻合，由此

可知卢文度的名字在《文苑英华》中被误作卢说。 

墓志的结尾段落里，撰写者连叹“无子，悲哉！痛哉！”这一感叹似非一般意义上为一位

有著姓背景的逝者的家庭的中断表示惋惜。撰写者当很清楚卢文度代表的是一个多么特殊的

家族。以这一家族的常态来判断，当时人不难想象假若卢文度有后嗣，复制他的这种成功的

机率很高。而无子这一自然律的限制恐怕是阻碍这种成功的最难逆料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说

比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更无可挽回。当然子弟的素质也不能忽略，卢文纪纵然有子嗣，但其平

生积累的巨万财富“为其子龟龄所费，不数年间，以致荡尽”。
24
 

《杨收墓志》是对晚唐政坛重要人物和词臣杨收生平的一个独特的勾勒。墓志作者裴坦

也是晚唐重臣，和杨收有类似的经历。杨收在两《唐书》中有传，在一些基本史实的层面上

两《唐书》和墓志可以互证。已有学者据《杨收墓志》来对杨收和晚唐政坛人物和事件的关

系做初步的分析。
25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此志中传达出的唐后期词臣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墓

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于书写对象有其特殊的描述路径。对于作者来说，要传达给心目

中读者群体的整体意旨往往更为重要，这在《杨收墓志》这类作品里会体现得尤其明显，因

此研究者不易作割裂式的分析。 

以唐代墓志而言，《杨收墓志》可算是巨制，长达近两千八百字。墓志从一开始就将杨收

的意义放在整个唐代的大脉络中加以定位，称其为房、魏、姚、宋一类能确保大唐事业的人

物。和《卢文度墓志》一样，《杨收墓志》里也反复强调杨收作为弘农杨氏成员的著姓背景。

	
  	
  	
  	
  	
  	
  	
  	
  	
  	
  	
  	
  	
  	
  	
  	
  	
  	
  	
  	
  	
  	
  	
  	
  	
  	
  	
  	
  	
  	
  	
  	
  	
  	
  	
  	
  	
  	
  	
  	
  	
  	
  	
  	
  	
  	
  	
  	
  	
  	
  	
  	
  	
  	
  	
  	
  
24	
  《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	
  
25 关于这一墓志牵涉的杨收与晚唐政治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可参考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

微》，《唐史论丛》第 14 辑，2012 年。但有关杨收生平最为全面的考辨，可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

卷，辽海出版社，2011 年，第 330－340 页。虽然该著完成时《杨收墓志》尚未被发现，但傅璇琮的讨论仍有

不少值得参考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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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借用杨收兄弟之口来传递这一讯息。墓志特别说杨收是隋越国公杨素的八世孙。杨收标

榜自己是隋代重臣杨素的八世孙几乎成为这一家族的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比如杨收侄女、

杨发之女杨芸的墓志里就称是“隋越国公素之裔”。
26
 但这一陈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旧唐

书・杨收传》说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就是一种很不肯定的语气。
27
 至少和同时期政治

上极为成功同时也称为杨素之后的杨嗣复家族相比，这种族姓身份要不确定得多。杨收在当

时被认为是孤进，他死前上书唐懿宗称“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谅

非虚语，其祖辈三代皆地方基层官僚。
28
正说明其弘农杨氏的背景就和范阳卢在卢文度家族成

功的帮助一样，并不很重要。杨收和他的三个兄弟恰恰是他这一家族能够振兴的关键原因。

杨收和他异母兄杨发、杨假以及同母弟杨严先后进士及第。杨收更是一举登第，和卢文度情

况雷同。从此这四人的仕途都相当顺利，其中杨收和杨严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成为懿宗朝词

臣。对于奠定家族地位而言，杨收兄弟既扮演了卢纶式的开创性角色，又实现了卢简辞兄弟

的成功。用裴坦的话说，就是“公昆弟四人，率用文华，声光友睦，次第取殊科，赫弈当代”。

此种异军突起的实际缘由必然包含一些家族传统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比如两《唐书》杨收传

和墓志都提到的杨收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母亲教育的背景。但毕竟还是有突出的个人因素，否

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攸关前途、竞争剧烈的晚唐，面对拥有强大得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成员，

杨收兄弟能连续取得如此的收获。裴坦着力渲染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的神话。他笔下的杨收

几乎俱有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又是处处和以“文”为核心的新政治文

化的趣味相合。 

 从两《唐书》杨收的传记看，杨收具有的文学神童的形象恐怕当时确实为社会所接受。

但到了裴坦笔下仍有进一步的渲染：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洎丱而贯通百家，傍精六艺。至于礼仪乐律、

星筭卜卦，靡不究穷奥妙。宿儒老生，唇腐齿脱，洎星翁、乐师辈，皆见而心服，自以

为不可阶。为儿时已有章句传咏于江南，为闻人矣。以伯仲未捷，誓不议乡赋，尚积廿

年，涵泳霶渍于文学百家之说。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

免矣。亦犹谢文靖在江东之旨，时人莫可量也。将随计吏以乡先生，书至有司，阅公名

且喜。未至京师，群公卿士交口称赞，荐章迭委，唯恐后时。至有北省谏官，始三日以

补衮，举公自代，时未之有也。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云云，和徐坚对徐齐聃的描述如出一辙，强调的是才

学的与生俱来和在社会上造成的先声夺人的效应。 

墓志中如下一段文字将杨收的这种神奇效应推到极致：  

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牓下跂踵，迭足相押，于万

	
  	
  	
  	
  	
  	
  	
  	
  	
  	
  	
  	
  	
  	
  	
  	
  	
  	
  	
  	
  	
  	
  	
  	
  	
  	
  	
  	
  	
  	
  	
  	
  	
  	
  	
  	
  	
  	
  	
  	
  	
  	
  	
  	
  	
  	
  	
  	
  	
  	
  	
  	
  	
  	
  	
  	
  
26《唐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公女子书墓志》，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乾符 0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第 2491 页。	
  
27	
  《旧唐书》卷一七七。这点已经由傅璇琮指出，见《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 330页。	
  
28	
  关于唐代孤进问题的研究，可参看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德探讨》，载黄宽重主编《基调与

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2008年，第 41－84页，文中也讨论到杨收的情形，见该文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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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争望见之。公幼不饮酒、不茹熏血，清入神骨，皎如冰硅，咸疑仙鹤云鸾降为人瑞，

澹然无隅，洁而不染。始也，同门生或就而亲焉，则貌温言厉，煦然而和潜，皆动魄而

敬慕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提到杨收“不茹熏血”的习性。这里可以比照《旧唐书・杨收传》的叙

述： 

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旧唐书》文字突出的是杨收守礼孝母的品行，但这显然不是裴坦宣扬这一细节的意旨所在。

在墓志里，这变成一种彷佛不习人间烟火的特点，使杨收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清”的化身，

这种“清”和他的文学才能也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清”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裴坦形

容众人眼里杨收如仙鹤云鸾般的外表和李商隐笔下的李德裕十分相似，
29
也令人想起《金华子》

中的一段对晚唐世冑子弟崔澹的描述：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鸶，

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 

原本中晚唐的士人为了寻求仕途上的前程，往往要干谒当朝权要和节度使以获取后者的

提携，具有孤进身份的杨收不大可能成为例外，然而读裴坦的叙述，读者感觉包括周墀、王

彦威在内的当朝名臣，对于仍是一介布衣的杨收奉迎唯恐不及： 

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遟

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

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

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

无比，著《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袠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

敬服，命袌简以谢。 

这即便包含历史的真实性，也是裴坦对杨收形象的一种再造，目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杨

收凝固为裴坦所认同的这个清流群体的象征，其存在居于尘世的众生之上。这是依靠“文”

的价值观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只留于文字，晚唐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这

种努力的实质性成果。已经担任了懿宗朝宰相的杨收于咸通八年被贬为端州司马，可以说在

政治上处于完全失势的地位。咸通十年（869）更被流放驩州并就地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

人”。
30
 按常理这该是对杨收家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显得很短暂。裴坦在咸通十四年作

的《杨收墓志》中能对杨收作如此毫无忌讳的拔高，固然有朝廷昭雪的前提，
31
 但也显示在

晚唐特殊的文化下，杨收这样的人物在声望上拥有的相对独立性。距离杨死六年，杨严子杨

涉就进士及第，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清流精英在政治空气变化下对杨收家族的一种支持。杨涉

	
  	
  	
  	
  	
  	
  	
  	
  	
  	
  	
  	
  	
  	
  	
  	
  	
  	
  	
  	
  	
  	
  	
  	
  	
  	
  	
  	
  	
  	
  	
  	
  	
  	
  	
  	
  	
  	
  	
  	
  	
  	
  	
  	
  	
  	
  	
  	
  	
  	
  	
  	
  	
  	
  	
  	
  
29	
  见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惟公字文饶”以下部分，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 4
册，第 1665－1666页。	
  
30	
  《新唐书》卷一八四《杨收传》。	
  
31	
  据《新唐书·杨收传》，杨收死“后三年，诏追雪其辜，复官爵”。此事当发生在咸通十三年（872），即裴坦

撰志的前一年。墓志中也说“果蒙皇泽，昭洗克复，官勋爵制，一以还之”。这也应当是杨收得以归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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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唐哀帝时成为宰相。杨收子杨巨与杨严另一子杨注分别于广明元年（880）和中和二年

（882）及第，
32
 并都在昭宗时期成为翰林学士。傅璇琮据现存杨巨所撰制文的规格，很有见

地的指出杨巨在昭宗时期的学士院受到重视。
33
 杨收另一子杨鏻也于乾宁三年（896）及第，

五代时成为高官。杨涉子杨凝式的生涯更是贯穿整个五代。杨收的长兄杨发子杨乘“亦登进

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
34
 可以说杨收兄弟的子弟完全复制了父辈的成功。陈

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用《旧唐书・杨收传》的评语“世非贵冑，门以艺升”，称

杨收一门是“唐末五代间之世家”，可谓准确。而这里的“艺”最主要的就是文词的能力，具

体的表现方式就是担任替朝廷立言的词臣，也就是墓志中说的“公于理道相业军国之机出于

天资，人之所难，折若斤斧。内有刀尺，外无锋铓。落笔如神，率皆破的”。 

 

结  语 

 

上文涉及的几方新出墓志，它们的出土诚然是历史的偶然，但恰好透露出成为唐代政治文

化新价值和秩序代言人的词臣的三个关键时期的联系和差异。这种联系和差异并不仅仅具有制

度史或政治史的意义，墓志能比其他材料更为完整的展现当时社会对这些词臣的整体观感，即

便这些观感包涵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放在恰当的语境下可让我们看出文化意识是如何成为社会

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表面看来，徐坚家族上下三代的词臣身份和唐后期的杨收和卢文度家族数

代为词臣的现象似乎很类似，实际却有本质的差别。徐氏家族的情况只是那个时代的特例，促

成这一特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朝以来社会往往根据精英群体事业上的不同特点对其家族做

了身份上的定位，使得徐氏家族能在这种定位体系中获取独特的资本。同样的情况也落实在韦

承庆身上。但徐氏家族或韦承庆式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

充分支持，因此这种成功不易复制。这和晚唐清流家族对词臣身份的垄断现象相去甚远。后者

存在于一个“文”称为精英普遍追求的时代。然而徐氏父子和韦承庆的欣赏者开始将他们的工

作看作统治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精致手段，通过墓志这类书写来确立舆论的方向，这种舆论的扩

散虽也经历了类似窦华时代的曲折，却能在唐后期成为价值系统的主导。杨收和卢文度是这一

意识形态的真正受益者。比照《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我们会发现它们表达的旨趣极相

似，两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和原因也几乎一致。差别只是前者是后起之秀，体现唐后期代表清流

家族能不断涌现的社会特征。杨收兄弟造就了一个新的清流家族，而卢文度则是这种典型的清

流家族的受益者。虽然他们墓志的撰写者不断强调他们门第之美，实际他们成功的要素更多来

自于其他的方面。孙拙是孙逖家族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传人，其墓志也在近年被发现，本文由于

篇幅限制未能加以讨论。孙拙担任过后唐庄宗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其墓志中就开宗明义强调

其家族“世济文行，织于简编，余烈遗风，辉图耀谍”，墓志铭文里也说“时论允归，承家典诰”。

	
  	
  	
  	
  	
  	
  	
  	
  	
  	
  	
  	
  	
  	
  	
  	
  	
  	
  	
  	
  	
  	
  	
  	
  	
  	
  	
  	
  	
  	
  	
  	
  	
  	
  	
  	
  	
  	
  	
  	
  	
  	
  	
  	
  	
  	
  	
  	
  	
  	
  	
  	
  	
  	
  	
  	
  
32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第 984、986页。	
  
33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 540页。关于杨注的翰林学士经历，参看该著第 606－608页。	
  
34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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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才是这些家族得以不断延展巩固的真正秘诀。他们的墓志中对门第姓氏的强调只能说是一种

身份再塑造的过程。这正是观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会造成现代研究者的困惑，

但凭借着新材料和新方法，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景观。 

 

Rescript Writer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Socie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Centering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graphic Materials 

 
Lu Yang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growing emphasis on literary composition (wen) in the Tang Dynasty led to the rise of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that idealized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wen possesses to transform and govern. 

Consequently, i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olitical-social elite that embraced the value of wen and 

generated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through their distinguished service as rescript writers. To 

understand this complex development, one mus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areer and image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 writ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were considered the quintessential embodiment of 

such ideal. Many newly discovered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funerary inscriptions of preeminent 

rescript writers provide rich information that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concretely how thei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ere constructed and perceived, as well as how their families sustained political 

dominan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ix rescript writ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se histories are preserved 

in their funerary inscriptions.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funerary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that helped to cement the post of rescript 

writer as the pinnacle success of a literati-official and the dominance of their families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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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铭并序》，撰者王骞，录文见周阿根《五代墓志

汇考》，第 176－178页。	
  


